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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運華，先後就讀於湘潭大學、西北大學，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主要從事中國傳統文化、宗教史研究，現為廣東五邑大學教

授，於該校五邑文化與華僑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鄭觀應對基督教的認識和態度主要體現在《易言》、《盛世危言》兩部著作中。其具體表現為：

1）介紹基督教在西方的產生和發展歷史；2）分析近代以來民教衝突的原因和解決辦法；3）提出謀求

“民教相安”的具體措施；4）以儒教“包容”、同化基督教。這種認識體現了洋務思想家的時代特色，

為國人正確認識基督教提供了新的視野。但由於鄭觀應評判基督教的主要價值體系是中國傳統儒學，

因而對基督教的認識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彌漫着一派對中國內政外交改革前景的樂觀氣氛情

況下，鄭觀應受當時輿論環境的刺激和影響所寫作

的一部旨在“合於時宜”的著作。該書寫於 1870年

代中期， 1880年由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初刊，全書為

三十六篇， 1881年又出版了祇有二十篇文章的新版

本。（1）在這兩個版本中，都收有〈論傳教〉一文。

《盛世危言》是鄭觀應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寫作

於 1890年代初。由於該書影響很大，流傳很廣，因

此版本很多，但據對《盛世危言》版本進行過專門研

究的夏東元先生稱“經過鄭觀應手定的正規版本”祇

有三種，即 1894年的五卷本、 1895年十四卷本、

1900年的八卷本。（2）這各種不同的版本中都收有

〈傳教〉一文。

《易言》不同版本的〈論傳教〉和《盛世危言》中

不同版本的〈傳教〉雖然寫作時期不同，文字也不盡

相同，但內容和觀點基本一致。從這些文字裡大致

可以看出鄭觀應對基督教的認識和態度。這主要體

現為如下引述的幾個方面。

一、介紹了基督教在西方的產生和發展歷史。

他指出，西方基督教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形成了

三大派別，即耶穌教、天主教、希臘教（東正教）。

這三大教派經過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廣泛分佈於世

在中國和西方不同歷史淵源的文化體系相互碰

撞與交匯的歷史階段，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作為一

種與中國近代歷史有着密切聯繫的外來文化，不僅

在政治上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在文化上也促使人們

去認識和瞭解。尤其是作為中國近代化先驅的洋務

運動的思想家們，他們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學，開

始從傳統儒生轉向新式智識分子，因而與他們的先

驅相比，他們憑藉對西學的理解，對基督教也產生

了一些新認識、新觀點。鄭觀應作為洋務思想家，

其對基督教的理解也體現了這一時代特色。

鄭觀應作為近代中國著名的企業家和思想家，

不僅參與了大量的洋務活動，創辦了不少洋務企

業，成為成功的買辦商人和政府洋務企業中的商人

和官方代表，在中國近代早期商業史、企業史中佔

有重要地位。他還發表了大量言論，撰寫了大量著

作，其中最具影響者如《救時揭要》、《易言》、《盛

世危言》，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

位。鄭觀應對基督教的認識和態度主要體現在《易

言》、《盛世危言》兩部著作中。

《易言》是在中日〈臺事專條〉簽訂後，籌議海

防資訊大量流播，以及關注中國內政外交的上海紳

商界人士及寓滬西方人士的輿論等等，使上海社會



42

澳

門

學

鄭
觀
應
對
基
督
教
的
認
識
及
影
響

文 化 雜 誌 2007

界各地，他並對各種教派的分佈區域進行了詳細介

紹。在三十六篇《易言》本中，他指出：

查泰西本基督一教分而為三。其中見解各

殊，規條亦異。或結教民之黨，或奪君王之

權，互相誹謗，積不能容，時動干戈，務求爭

勝。一曰耶穌教，英國、德國、丹國、荷蘭、

瑞威頓、瑙威、瑞西等七國從之；一曰天主

教，義大利、奧馬加、北非利亞、法蘭西、日

斯巴尼亞、葡萄牙、比利時等七國從之；一曰

希臘教，小亞細亞、歐羅巴之東、俄羅斯、希

臘國等國從之。（3）

三大教派雖同源基督教，但各大教派之間，見解並

不相同，教規也各有差異，它們為了各自的利益，

依靠不同的力量，互相誹謗，互相爭勝，甚至互動

干戈，“其中見解各殊，規條亦異。或結教民之

黨，或奪君王之權，互相誹謗，積不能容，時動干

戈，務求爭勝。” “其教或分或合，有衰有盛，而教

士必欲周遊各地，勸導人民，使之尊奉其教，以遂

其奢願耳。”（4）在後來寫作《盛世危言》時，鄭觀應

對基督教的產生、派別和傳播區域進行了更加準確

和詳細的介紹，如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寫道：

泰西基督之教，流派分而為三：一曰天主

教，傳自猶太，盛行於羅馬，義大利、奧斯馬

加、北非利亞、法蘭西、日斯巴尼亞、葡萄

牙、比利時等國從之。一曰耶穌教，日爾曼國

之所分也，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堅、丹麥、

荷蘭、瑞典及瑙威、瑞士等國從之。一曰希臘

教，希臘為西人文字之祖，亦衍基督之說，別

樹一幟，小亞細亞、歐羅巴之東、俄羅斯、希

臘等國從之。（5）

他還進一步指出，基督教雖然名目有差別，有分有

合，有榮有衰，但都同出一源，都是以《摩西十誡》

本，“其教或分或合，有盛有衰，名目不同，源流

則一，皆本於向傳之新舊約全書。《新約》載耶穌降

生為上帝子，以福罪之說勸人為善。” （6）基督教本

來是在西方各國戰亂的情況下，給人們提供精神慰

藉和行為指引，從中可見“立教者深具苦心”，“其

初意未必遽非”（7），但是基督教在西方歷史發展過

程中，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甚至是無數嚴重的社

會問題，最嚴重的就是打着宗教的旗號而發動的各

種戰爭。鄭觀應說：

千百年來，黨同伐異，仇敵相尋，人民苦

鋒鏑，原野厭膏血，別分門戶，遂釀干戈，以

至變本加厲，實非教主始念所及。十字架之

役，俄土之戰，其尤著者也。迨後道術修明，

已異於古，故今耶穌教之在歐美兩洲者，英美

兩主實稱教中監督，為一會之領袖，尊為國

教，無可厚非。（8）

這樣，西方各國就紛紛採取措施，限制基督教的發

展和教會的活動，“西人之有識者，慮其為變，思

有以制裁之”。於是　　

布魯士繩之以新法，廢其教堂，奧斯瑪加定

教士不得干預國事，停其公費，而排斥之命嚴

矣；荷蘭則更改書院章程，不受教士約束，不讀

教書；德意志則致書教王，以監督為煽惑人心，

違背國法。其國儒魯所（盧梭）及浮特勤耳，皆

著書數萬言，痛詆教士。特以積習相沿，無術以

善其後。（9）

鄭觀應對基督教文化常識的這種介紹，尤其是基督

教在近代西方歷史命運的考察，為當時中國人認識

基督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同時這裡的介

紹顯然要比《易言》中介紹基督教的文字詳細和準確

了許多，這也表明在洋務運動的不斷發展過程中，

鄭觀應的西學知識也在不斷增長。

二、分析近代以來民教衝突的原因和解決辦

法。基督教信奉耶穌基督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總

稱，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以及一些較小的教

派。它是公元一世紀時脫胎於猶太教的一門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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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上帝創世並主宰世界、原罪、天堂地獄、基督

救贖和三位一體等基本教義，以《舊約全書》和《新

約全書》為聖經。公元 1054年，東、西兩大教會分

裂，於是形成了天主教和東正教兩大派系。在 16世

紀的宗教改革運動中，又產生了新教等眾多派別。

基督教派中的聶斯脫利派在唐代貞觀年間由叙利亞

人阿羅本傳入中國，時稱“景教”。景教經過二百餘

年的傳播，“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家殷景福，寺

滿百城”，盛極一時，後因武宗滅佛，殃及景教，

很快就在中原銷聲匿跡。 13世紀中葉，基督教在華

又一度興盛起來。除景教的餘脈外，還有羅馬教皇

所派遣的使者、傳教士以及西征擄來的基督徒相繼

來華，時值中國元朝統治，基督教被稱為“十字教”

或“也里可溫教”，但百餘年後，隨着元朝的滅亡，

此教亦在中原絕跡。從 16世紀起，歐美商人、殖民

者和傳教士相繼踏上中國國土，基督教第三次傳入

中華帝國。這次以耶穌會士利瑪竇為代表的天主教

傳教士採用文化傳教方法，一度使天主教呈現輝煌

的局面。但好景不長，清初的“禮儀之爭”，引發一

場軒然大波，致使清朝康熙皇帝盛怒之下，諭令將

所有傳教士驅逐出境，“以後不必西洋人在華傳

教”，使得天主教的地位再次一落千丈，天主教在

華傳教的“日臻發達時期”也從此結束。 1807年，

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受倫敦佈道會的派遣，抵達

廣州，開基督新教播揚中國的先河，但終其一生，

馬禮遜始終都未能實現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願望。

其後的繼承者如裨治文、郭實臘、衛三畏、伯駕等

人，雖然無時不在祈禱福音在中華帝國獲得勝利，

並為此積極努力，但成效並不顯著。

基督教從傳入中國，就一直在努力尋求與中國

社會傳統和文化互相包容，但一直到鴉片戰爭開

始，傳教士都未能為福音在古老中國的傳播打開局

面。但鴉片戰爭後，隨着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

訂，特別是《天津條約》簽訂以後，清政府開始實行

“傳教寬容”政策，允許自由傳教。中英、中法《天

津條約》分別在第 7條和第 13條規定了英、法兩國

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權利。中法條約還規定

“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

處，概行寬免”（10）。中俄《天津條約》第 8條同意

“若俄國人由通商處所進內地傳教者，領事官與內地

沿邊地方官按照定額，查驗執照，果係良民，即行

畫押放行，以便稽查”（11）。這些規定，大大刺激了

傳教士傳播“上帝福音”的熱情。1858年7月30日，

傳教士楊篤信寫信給倫敦差會，報告《天津條約》的

簽訂可能對教會事業產生的影響：

就這樣，中國差不多是出乎意料之外地對傳

教士、商人和學者開放了。這個國家事實上已受

到我們控制。每個已經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及其國

內差會，如果不去佔領這塊土地，不在十八個省

的每一個中心取得永久的立足之地，那將是一種

罪過。（12）

這樣，教會勢力在中國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到 19世

紀末，中國就已出現了“教堂幾遍天下，傳教洋人

相望於道”（13）的景象。隨着外國教會勢力在中國的

急遽膨脹，中國民眾與外國教會勢力的衝突和鬥爭

也愈演愈烈，由此形成了為數眾多的“教案”。據統

計，從鴉片戰爭結束到20世紀20年代的八十年間，

總共發生了大小教案六百餘起。（14）

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鄭觀應明確指出，中國

民眾反對基督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化交融的問

題，也不完全是中國文明缺乏容納異教的胸襟與氣

度，而主要是由於西方國家的侵略與部分傳教士的

蠻橫霸道縱容教民為非作歹所致。他指出：

（⋯⋯）中國之待洋人已如是其忠且敬矣，

雖有時變生意外，釁起無端，半由於教堂恃勢欺

人，小民積忿且深，群思報復。（15）

他還以自己在上海等口岸城市所發生的西方人與華

人間的各種衝突的所見所聞作出了如下論斷：

乃近日目見耳聞，凡洋人之到中華，每以

言語不通、律法不同，尊己抑人，任情蔑理，

藉端滋事，恫喝要求，以致交涉之案層見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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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中國顧全大局，戒開邊畔，遇事則官長

過於遷就，士民不敢抗衡。洋人習以為常，愈

無顧忌。（16）

儘管這樣的結論，未必反映口岸城市中西人氏雜處

一地的全部真實狀況，但正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

上，鄭觀應進而具體地分析了產生民教衝突的原

因。第一，莠民以入教為護身符，作奸犯科，訛詐

鄉愚。他分析了當時教徒入教的動機和心態，“第

華民各具天良，稍明義理者從不為彼教所惑。凡進

教者，或為財利所誘不克自持，或以狂病未瘳失其

本性，或奸民倚為聲勢，或犯罪求為係援。必先有

藐官玩法之心，乃敢作逆理拂情之事。”（17）第二，

傳教士偏袒縱容教民，違犯國法。他說，當時，有

些教民作奸犯科，無所不至：或訛詐鄉愚，或欺凌

孤弱，或佔人妻，或侵人產，或負租項，或欠錢

糧，或推諉公事，或毆斃平民。“種種妄為，幾難

盡述。傳教者非推諉為不知，甚且私心袒護：差提

則匿之堂中，罪定則縱之海外。”（18）不少傳教士對

於中國百姓往往視若草芥，任意欺壓凌辱，同時，

以教民為爪牙，為惡地方，製造事端，“小則勒索

賠款，大則多端要脅”，而教民則“以入教為護符，

嘗聞作奸犯科，訛詐鄉愚，欺凌孤弱，佔人妻，侵

人產，負租項，欠錢糧，包攬官事，擊斃平民，種

種妄為，擢發難數。”（19）第三，地方官員受制於傳

教士。發生教案後，地方官心存畏懼，在處理上遷

就洋人。他說，每每教案發生後，“地方官恐啟釁

端，先存戒慎，又不知外國律例，無非遷就定讞。”

對這一現象，即使曾經嚴厲鎮壓反教民眾的袁世凱

也不得不承認，他在給山東各州縣的一份通飭中

說：“東省民教積不相能，推究本源，實由地方官

平時為傳教洋人挾制，不能按時約章持平辦案。遇

有交涉案件，但憑教民一訴或教士一言，即簽派傳

人，縱役勒索。到案後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

希圖易結。而教民轉得借官吏之勢力，肆其欺凌。良

民上訴，亦難伸理，積怨成仇，有由然也。”（20）正是

因為這樣的行為嚴重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傷害

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使他們激而不復返顧。“平民

受屈，申理無從，眾怒滋深，群思報復，遂至拆教

堂，辱教士，民教鬥毆之案，層見疊出。”（21）對這

種“拆教堂”、“辱教士”的做法，鄭觀應認為未必

妥當，但“平心而論，彼教士亦當自愧，豈止非上

帝之心，亦大悖交鄰之道矣。”（22）

儘管如此，鄭觀應不像當時的一些人一樣，主

張盲目排外，而是對此採取了具體的分析批判，如

對有的傳教士的活動，公開表示贊揚，五卷本《盛

世危言》中寫道：

耶穌教與天主教不同，可以娶妻，可以為書

院掌教。近有久於中國者，不忍坐視其困，多將

中外利病著書救世，如林樂知、李提摩太、傅蘭

雅、艾約瑟、花之安等輩是也。（23）

在這裡，鄭觀應看到了新教與天主教在華活動的區

別，應該說是其高明之處。我們知道，在近代歷史

上，國人大多沒有分辨新教與天主教的區別，因而

在反教鬥爭中，經常將兩者混淆，難以服人。實際

上新教徒儘管“異言異服”，與中國官民也時常發生

衝突，但與天主教相比，“因教以滋釁者，大抵天

主教居多。”（24）

鄭觀應雖然沒有明白說出國人的反洋教鬥爭應

以在華“滋釁居多”的天主教為主要反對目標，但其

傾向性還是顯而易見的。儘管鄭觀應有意區別新教

與天主教，但他對與天主教相關的內地教案問題的

看法卻十分客觀平和。 1893年，當他巡查招商局長

江各口岸分局時，曾對四川當地教案發表了這樣的

看法：

昨過萬縣，聞人言此地前年會匪滋事，各處

戒嚴。所以致亂之故，皆緣於民教不相能。按川

中教民極多，其樂於從教者亦非盡屬莠民，良由

本地劣紳欺抑小民太過，地方官又瞻徇情面，是

以借入教為護符，一掛教籍，官乃左袒。曾有教

民與平民爭訟，平民官判枷責，教民則以神甫一

刺，即行開釋，眾為不平。由是嫌隙遂形，亂萌

斯起。蓋水火之勢成，蕭牆之禍伏焉，有心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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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為之隱憂。（⋯⋯）第良民入教頗多，官紳驅

激太過，不急籌化約之求，則民心行將日離，雖

有天府之富，適足以誨盜資敵耳。（25）

很顯然，鄭觀應對教案關注的重點不是簡單的義氣

指責，而是將批判的着眼點放在中國法制的不健全

及地方吏治不善，而對華民入教事抱有一種同情和

理解。正是通過這樣具體的分析批判，因此，他不讚

成一哄而起、盲目排外的做法，認為那種未悉情由、

無端肇事的行為，不管理由如何充足，結果都會“貽

君國之憂”，對此，中國官民“尤當鑒戒”。（26）正

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鄭觀應對義和團運動提出了批

判，在〈拳匪〉一詩中寫道：

哀哉義和拳，暴動國之恥。

未讀石函記，安知其秘旨？

符咒偶有靈，樞臣信可恃。

始縱燒教堂，繼則殺公使。

震動五大洲，八雄乘勢起。（27）

鄭觀應的這種認識，使我們看到，他一方面

既不滿外國傳教士以不平等條約為保護傘，侵犯

中國主權，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種種劣行，同時

也不讚成一哄而起、盲目排外的做法。這種在批

判基督教文化時所採取的有理有節的做法，“表明

在 19世紀 80年代，在經歷差不多一代人反教的痛

苦而曲折的過程之後，部分國人的頭腦已開始變

得冷靜。”（28）這種冷靜和理性，為隨後國人以進

化論為代表的自然科學以及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等

新的理論武器對基督教進行認識和批判奠定了一

定的思想基礎。

三、提出了謀求“民教相安”的具體措施。通過

對民教衝突原因的分析，鄭觀應主張應該“民教相

安”，並提出了達到這一目的的具體方法。他認為

要想謀求民教相安，必須廣求良法，與其案發之後

再想辦法補苴，還不如事先籌措，防患於未然。為

此，他提出了四條具體辦法。一是與外國改訂約

章，限制教士侵權。他指出：

今欲中外相安，惟有會集萬國公議妥商，勸

令英不販煙，法不傳教。

倘不能做到也須明令傳教士服從中國官吏約束　　

外國教士所至之處，應歸華官約束，有干預

公事挾詐侵權者，立即咨請該國公使，飭遣回

國，以敬傚尤。（29）

二是加強對教民的管理，修改有關華人入教的條

約。鄭觀應主張，入教華民的人數、姓名、籍貫等

詳細情況，應報明地方官，而且入教的華民，必須

是“查無過犯奸惡之人，方准收入”，遇有事故，則

按照中國法律進行懲辦，如果教民不按照新修訂的

條約，則可以採取“別為教籍”的辦法，按照教堂的

“規例”，規定教民“子子孫孫永為庶人，不許娶

妾，不許應試，不許捐納，不許充兵”（30），從而大

大減少教民的人數，便於官府進行有效管理。三是

依法公正處理教案。鄭觀應提出，教案發生後，必

須秉公查辦，“勿延宕，勿推諉，勿畏葸，勿袒

護”，不管是老百姓還是教民，必須首先“辨其孰曲

孰直，一以公平之心處之”。（31）在處理教案時，應

當按照西方的方法，“延律師到堂，約期互辨”。如

果是中國老百姓無緣無故破壞教堂，中國官府應

“按律懲辦，責成賠修”；同樣，如果是傳教士、教

民和老百姓發生了矛盾，也應該“照案情輕重處理，

不得託辭賠修，以相詰難”。（32）為了更好地處理這

樣的中西交涉事件，鄭觀應提出，首先在態度上，

必須理直氣壯，堅持不撓　　

泰西各有律法，按籍可稽，倘華人理直氣

壯，援萬國公法反覆辯爭，堅持不撓，彼雖狡

獪，亦當無措辭。（33）

此外，在中國官員能力及相應制度上，適應參與華

洋案例的審訊工作，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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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西國構訟兩造，俱延狀師赴質，審或不

公，狀師可辨其是非，駁其枉直。必須水落石

出，疑竇毫無，問官始克定讞。竊謂中國此時亦

須參倣辦理。倘有通西律，嫻清例，其人品學問

素為中西所佩服者，大吏得保奏於朝，給以崇

銜，優其俸祿，派往總理衙門及南、北洋大臣處

差遣。其律法參用中西，與洋官互商，務臻妥

善。如猶以為不合，即專用洋法以治之。以洋法

治洋人使之無可規避，以洋法治華人罪亦同就於

輕。庶幾一律持平，無分畛域。遇有交涉事務，

秉公審斷，按律施行。（34）

這是鄭觀應針對西方人在華享有治外法權情況下提

出的對策，其建設性和積極性是不言而喻的。之所

以提出這一對策，在於鄭觀應認為，中國是獨立於

世界的一個主權國家，而一個主權國家要立足於世

界，就必須熟悉世界的法律和程式，在當時就是要

瞭解和掌握西方的法律和程式，正如他所說：

公法者，彼此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可相維

繫，而不可相統屬之道也。可相維繫者，合性法

例可言之謂。夫語言文字，政教風俗，固不能強

同，而是非好惡之公要不甚相遠，故有通商之

法，有通使之法，有合盟合會之法。來可相統屬

者，專主性法言之謂。夫各國之權利，無論為君

主，為民主，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

不得奪之，以性法中決無可以奪人與甘奪於人之

理也。故有均勢之法，有互相保護之法。（35）

四是倣傚日本，中國自辦宗教。鄭觀應認為，在採

取以上辦法辦理教案的基礎上，還可以傚法日本，

“擇公正教民與華教士代為傳教，無須西人”。鄭氏

希望以此來抑制西方傳教士借傳教之名從事其它活

動。在他看來，祇要中國能夠自辦宗教，“則〔洋〕

教士踵跡即不絕亦稀少”（36），中外自然就可以相安

無事了。這一主張應該說是 20世紀 20-30年代中國

自辦教會思想的先驅。鄭觀應所提出的這一系列辦

法，雖然帶有一廂情願的色彩，也不一定能為外國

人所接受，但卻為國人理智地處理中外民教衝突指

出了一個方向。

四、以儒教“包容”、同化基督教。基督教是一

種外來文化，在其來華的傳播過程中，被利用為侵

華的工具，給中國帶來了極大危害。對此，鄭觀應

有着明確的認識。他說　　

竊謂外國傳教之士，實中國召釁之由也。洋

人之到中華，不遠數萬里，統計十餘國，不外通

商、傳教兩端。通商則漸奪中國之權利，並侵中

國之地；傳教則偵探華人之情事，欲服華人之

心。陽託修和，陰存覬覦，互相聯絡，恃其富

強，致華人謀生之計日窮，而教民交涉之案迭

起，其中煽害，倍甚通商。（37）

這種危害是當時人的一種普遍認識，王先謙也曾

說：“泰西諸大邦，通商者據我津要，傳教者愚我

黔黎，彼皆蓄意甚深，貪恨萬狀。”（38）這與鄭觀

應的看法大致不差。不過，鄭觀應並未以此完全

拒絕基督教，而是主張用中國傳統的儒學來包

容、“同化”基督教。在五卷本《盛世危言》中，

鄭觀應指出　　

夫彼洋人之入中國者，亦多習華語，讀華

書，講倫常，明禮義。其國中書院，已廣儲中國

書籍，聘請華儒教習國中子弟，無異歸吾儒教

矣，較之奉彼教者動輒作威怙勢欺壓平民，其賢

不肖何如也？（39）

在後來寫作《盛世危言》十四卷本時更明確表示　　

我孔孟之道，精微廣大，如回、佛、老諸

家，亦在包容之列，何必齗齗爭辨，獨拒彼教

乎？（⋯⋯）嘗見敦品之教者，吾人幸勿動相輕

藐，妄肆詆諆，反為外人譏笑其量之不廣。（40）

這一態度，體現了鄭觀應對基督教文化的寬容精

神。在他看來，問題不在於拒基督教於國門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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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於抑制外國傳教士的非法活動。鄭觀應作為

“夙承家學”而成長起來的傳統智識分子，雖然能以

世界的眼光審視中西文化，把兩種文化置於平等地

位，但其思想感情的根卻牢牢扎進中國文化的泥土

之中，因此，在如何處理以基督教為代表的西方文

化時，作為主要價值評判體系的，仍然是他所熟悉

的中國傳統文化，如他曾將中國之“道”與西方的基

督教義進行對比，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西人不知大道，囿於一篇。原耶穌傳教之初

心，亦何嘗非因俗利導，勸人為善？惜其精義不

傳，二、三生徒妄以私心附會，著書立說，託名

耶穌，剿襲佛老之膚言，旁參番回之雜數，敷陳

天堂地獄之詭辭，俚鄙固無足論，而又創設無鬼

神之說。夫既無鬼神，則天堂地獄又復為誰而

設？矧別派分歧，自相矛盾，支離穿鑿，聚訟至

今，迄莫能折衷一是。究其流弊，皆好事者為

之，有識者斷弗為所炫惑也。（41）

中國之“道”絕對比基督教義西方之“道”高明。這

反映出傳統知識界在對待異質文化時所持的一種根

深蒂固的文化自大心態。

鄭觀應對基督教的認識和態度，反映了早期維

新思想家所具有的世界眼光，也為國人正確認識基

督教提供了新的視角。但鄭觀應畢竟深受中國傳統

文化的薰陶，儘管他對西方文化有着自己獨到的認

識，也提倡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改造中國，在當時

的情狀下，其思想的樹冠可以伸出中國文化的深庭

廣院，但他思想感情的根卻牢牢地扎在中國文化的

泥土之中。因此，他評判基督教的主要價值體系，

最後祇能是中國傳統儒學，甚至言必稱孔孟，並堅

信中國由於有優越的孔孟之道，必能“由強企霸，

由霸圖王，四海歸仁，萬物得所”（42），世界文化

趨同的實現仍然是以中國文化為主體和主導。這種

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是無可厚非的，但在當時的條件

下，就使其本來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大打折扣，因為

他向基督教宣戰所用的仍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

“舊”武器。正如有的論者在評價早期的維新派思

想家所說的：“雖然他們將國人對基督教文化的認

識朝着理性的方向推進了一步，但其認識層次仍然

是表淺的。他們的言論並沒有反映出多少對於基督

教本質以及傳教活動與列強侵華活動內在聯繫及區

別的真知灼見，也沒有改變晚清國人盲目排外的總

體趨勢。”（43）這也是鄭觀應對基督教認識的局限性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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